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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恶性肠梗阻是结直肠癌腹膜转移常见的临床晚期症状之一，其病理生理机制涉及肿瘤

的局部浸润和压迫、腹腔散在结节形成所致肠管粘连、腹腔炎性反应以及神经调节紊乱等多种因素。

传统的治疗方法一般以手术为主，但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恶性肠梗阻患者可表现为多节段梗阻，症

状复杂多样，常合并腹腔多发转移，甚至伴有恶病质，往往难以进行手术治疗，是目前结直肠外科领域

的一大治疗难题。近年来，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诊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癌性肠梗阻的治疗也

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因此，在总结分析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恶性肠梗阻临床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分

析目前包括非手术和手术治疗的常规治疗策略，并对新治疗策略的研发和应用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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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ignant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 clinical symptoms of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involves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local invasion and compression of tumors, intestinal adhesions caused by the 
formation of scattered nodules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and neuromodulation disorders. Patients with traditional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re generally 
treated with surgery, but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ssociated with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an present with multi-level obstruction, complex and diverse 
symptoms. Combined with multiple metastases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and even accompanied by 
cachexia, malignant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s a major treatment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colorectal 
surgery is often difficult to be treated by surgery. What's mor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new progress 
and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 treatment of cancerous intestinal obstruction has also begun to rece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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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ve atten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eritoneal 
metastasis-related malignant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looks forward to its 
treatment challenges.

【Key words】 Colorectal neoplasms; Peritoneal metastasis; Malignant intestinal 
obstruc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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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癌症中心发布数据显示，我国的结直肠癌

发生率已攀升至第 2位，死亡率升至第 4位，严重影

响着国人的生命健康［1］。结直肠癌晚期阶段常发

生腹膜转移［2］。患者一旦出现腹膜转移，往往认为

其已进入临床终末阶段，治疗多以姑息干预为主。

腹膜转移患者平均 5年生存期<1年，并易出现化学

和免疫治疗耐药，生活质量严重降低［3-4］。

恶性肠梗阻（malignant bowel obstruction，MBO）
是由腹腔内恶性肿瘤引起的空回肠或结直肠梗

阻［5-6］。据统计，20% 左右的结直肠癌患者会在病

程的不同阶段出现 MBO，其中有约 10% 的患者由

肿瘤腹膜转移引起［7］。根据梗阻位置不同，患者临

床症状和严重程度亦有不同。当结直肠癌腹膜转

移形成于腹膜表面时，会压迫或侵犯周围肠管，导

致肠腔狭窄甚至阻塞，使内容物无法顺利通过，最

终引起 MBO。同时，转移病灶还会影响肠道蠕动

和生理功能，加重腹膜间隙积液或炎性反应，加剧

肠梗阻的严重程度。目前，针对 MBO 的最佳治疗

策略尚未明确，并且缺乏预后证据来判断 MBO 的

手术适应证［8］。因此，了解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的临床特点，总结分析腹膜转移的治疗策略，

探讨新的治疗方法，对于改善治疗效果和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一、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MBO的临床特点

1.MBO的形成机制：当结直肠癌发展至晚期并

出现腹膜转移时，MBO 就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临床

症状。MBO 的相关机制包括肿瘤细胞生物学特

性、肠道解剖结构变化以及炎性反应等［9-10］。在肠

道肿瘤形成过程中，肿瘤细胞首先侵袭周围组织和

血管，逐渐突破基底膜和黏膜屏障［11］。当结直肠癌

细胞蔓延至腹膜表面时，将在腹膜表面形成多处转

移灶，直接浸润或压迫肠道，引起肠腔多节段狭窄

和梗阻，即形成 MBO［12］。其中，腹膜间质细胞的增

生和纤维化也会导致腹膜和肠道之间形成粘连，加

重梗阻症状［13］。结直肠癌腹膜转移还受局部肿瘤

微环境调节的影响，如血管生成因子、细胞因子和

基质金属蛋白酶等［14］。肿瘤组织可释放白介素-1β
（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这些炎性介

质会刺激肠道的炎性反应［15-17］；从而导致肠道水

肿、血管扩张和黏膜渗出，进一步加重肠壁水肿，促

进肠腔狭窄的发生［18］。此外，肠道的神经调节紊乱

也可促进MBO的发生。因为腹膜转移可能破坏肠

道的神经支配功能，影响肠道的蠕动和运动，使肠

道内容物滞留和积聚，参与MBO的形成［19］。

2. 临床表现：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 通

常为涉及多个肠段的广泛性梗阻。患者会出现进

行性加重的腹痛腹胀，腹痛常常呈阵发性或持续

性，还常伴有呕吐。同时，患者的肠蠕动也会受到

影响，可出现便秘甚至无法排气。医生体检可能会

发现腹部明显的包块，这也可能是腹膜转移结节的

表现。

3. 诊断：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 的确诊

需要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和影像学检查等。在

MBO患者中，影像学检查可用于评估治疗反应、病

灶可切除性以及预后。影像学检查包括腹部 X 线

检查、腹部超声、腹部CT扫描和PET-CT等［20-24］。腹

部X线检查可以帮助医生确定是否存在肠梗阻，CT
可进一步明确梗阻的位置和程度，PET-CT 对于评

估是否存在腹膜转移结节更具有特异性。另外，钡

剂灌肠检查或结肠镜检查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肠道

图像，帮助确定肠梗阻的原因和位置，同时还可以

进行组织活检以确定是否存在恶性转移［25］。检测

癌胚抗原和糖类抗原CA19-9等肿瘤标志物的水平

可用于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筛查和监测，但并不是

特异性诊断MBO的指标。

腹膜转移相关MBO已出现梗阻症状，临床诊断

相对容易，但其早期诊断具有挑战性。笔者研究团

队通过收集和分析622例CT报告未发现、而术中发

现腹膜转移（隐匿性腹膜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临床

数据，构建了一种个体化风险预测模型，可识别结直

肠癌患者隐匿性腹膜转移，减少不必要的腹腔镜探

查次数，同时保持临床隐匿性腹膜转移的高诊断

率［26］。此外，笔者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

基于临床患者CT图像开发了一种ResNet3D诊断系

统，能够有效诊断结直肠癌腹膜转移，尤其是腹膜

癌 指 数（peritoneal cancer index，PCI）较 高 的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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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27］。这些成果为临床早期诊断结直肠癌腹膜转

移提供了技术参考，便于外科医生及时采取治疗措

施，降低MBO发生率。

综上所述，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 是多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肿瘤的局部浸润和压迫、

腹膜结节和粘连的形成、肿瘤所致炎性反应以及肠

道神经调节紊乱等。临床表现主要包括腹痛、腹胀

和呕吐，体检可能发现腹部包块或触及肿块。诊断

上，结合病史、体征和影像学检查等多种手段进行

综合评估至关重要。

二、治疗策略

目前，针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 的常

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非

手术治疗是治疗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MBO的重

要手段，主要包括化疗、支持性治疗和导管支架的

放置等，而手术治疗可分为紧急手术和择期手术。

早期化疗和手术干预可暂时改善患者梗阻症状，但

长期疗效并不确定。

（一）非手术治疗

1. 化疗：化疗作为一种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方

法，可以通过减小肿瘤体积和控制转移来缓解肠梗

阻。其中，腹腔热灌注化疗已在临床广泛应用，是

国际腹膜癌联盟（Peritoneal Surface Oncology Group 
International，PSOGI）对腹膜转移的推荐治疗方

式［28-30］。然而，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和耐药性问

题，使一些患者难以耐受、且获益有限［3］。其他支

持性治疗如疼痛管理、营养支持和维持水电解质平

衡等，旨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并不能根本解决

梗阻问题。

2. 放置导管：放置肠梗阻导管是 MBO 非手术

治疗的一种常用操作手段。对于无法手术或不适

合手术的MBO患者，放置导管可有效缓解症状，提

高生活质量。在腹膜转移广泛的情况下，放置导管

能暂时恢复肠道通畅，缓解肠道压力和炎性反应，

减轻患者痛苦。相比于手术治疗，该方法具有低风

险和低创伤的优点，放置后即可缓解腹痛、呕吐和

腹胀等肠道梗阻症状，使患者能够重新进食，改善

营养状况，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在某些情况下，

放置导管被视为首选治疗方法［31］。目前，笔者所在

团队所使用自研肠梗阻导管，在引流的同时还可注

入营养液至小肠中，一定程度可改善患者无法进食

的问题。临床实际应用中，医生通常会结合内镜和

影像技术（如 CT 或超声等）引导放置肠梗阻导管，

不仅能提高放置导管的准确性和成功率，还能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32-33］。随着临床应用的推广，越来越

多的临床研究证实了肠梗阻导管在治疗MBO方面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某些患者在导管放置后的中长

生存期也有所延长［31］。

当然，肠梗阻导管的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导管可能会被粪便或肿瘤组织堵塞，需要定期检

查和清理。导管移位或感染也是可能出现的并发

症，因此需要密切监视患者体征和及时处理异常情

况。此外，放置肠梗阻导管前，还须评估患者的具

体情况，如肿瘤位置、梗阻程度和全身健康状况

等［34-35］。总之，肠梗阻导管在MBO的治疗中具有显

著优势，尤其在缓解急性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

效果显著。

3.肠道支架：鉴于 MBO的肠腔狭窄问题，肠道

支架也是一种有效临时缓解梗阻的材料［36-37］。目

前，已有包含不同设计和材料的自膨胀金属支架

（self expanding metal stent，SEMS）被 开 发 出 来 。

SEMS的置入对于MBO患者来说，是一种有效且安

全的治疗方法［38-39］。尽管临床中 SEMS的置入取得

了较好成效，但肿瘤生长引起的支架内再狭窄仍是

一个难题。因此，将化疗药物纳入胃肠道支架是一

种新兴策略。该方法可在病灶区域局部持续释放

药物以抑制肿瘤生长。Arafat通过对医用胃肠道支

架依次浸涂载药聚氨酯底涂层和不含药物的聚乙

烯-醋酸乙烯酯面涂层，开发了一种基于局部胃肠

道支架的输送系统，该系统可在数周至数月的时间

内控制释放氟尿嘧啶，用于治疗结直肠癌和癌症相

关肠梗阻［40］。Ren 等［41］则基于静电纺丝组织工程

支架优异的仿生细胞外基质特性、生物相容性和生

物可降解性，研究报道了负载三氯生的可以降低肠

梗阻发生率的肠吻合支架。

4. 抑制激素和肠道分泌的药物：部分研究发

现，应用一些抑制激素和肠道分泌的药物，可以在

MBO 的治疗中起到较好辅助作用。（1）类固醇：可

通过其抗水肿作用，减轻肿瘤周围水肿程度，降低

导致狭窄梗阻的内在或外在压力。类固醇作为一

线治疗，比在发生梗阻后开始使用时更有效，不过

不建议长期使用［42］。（2）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PPI）：临床常用的抑制胃肠道分泌

功能方面的药物，PPI可减少胃容量和胆汁反流，缓

解反流所致食管疼痛。（3）生长抑素类似物：为梗阻

早期复发患者的一线治疗用药。可中枢抑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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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促甲状腺激素、催乳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在外周可抑制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胃泌素和其他

胰肠肽的分泌。应用生长抑素类似物可减少内脏

和门静脉血流量，降低小肠分泌和胃肠蠕动，并增

加胃肠道对水和电解质的重吸收。在控制梗阻性

呕吐方面，其比抗胆碱能抗分泌药物更有效。当梗

阻消退时，应停用这些药物，除非出现复发。而长

期应用则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血糖水平变化以

及增加胆结石的风险等［43-44］。

作为非手术治疗手段，上述应用具有各自的局

限性和潜在风险。因此，在实际临床应用中，应根据

患者具体情况，综合评估后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二）手术治疗

手术干预是治疗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
的另一重要手段［45］。紧急手术一般适用于患者出

现急性肠梗阻、严重腹痛、穿孔等紧急情况，常采用

结肠造口术或结肠切除术等方式，旨在缓解肠梗阻

和解决急性并发症。然而，紧急手术的风险较高，

手术创伤大，术后恢复慢，伴随较高术后并发症风

险。择期手术则需考虑到患者的整体状况、预后和

生活质量等因素，需采取个体化的手术方案。然

而，MBO手术治疗的适应证差异较大，因为无论疾

病病理特征或临床症状如何，具有更好体能状态和

预后生存能力的年轻患者更有可能被选择进行手

术干预，导致外科医生所依赖的适应证选择具有很

大偏倚性。

MBO 的具体手术方式往往由外科医生所决

定，不同报道的切除率、搭桥率和造口率差异较大。

统计显示，接受手术治疗的胃肠道来源 MBO 患者

中，有 18%~48% 的患者接受切除术，37%~42% 的

患者接受搭桥术，29.6%~33.0% 的患者接受造口

术，10% 的患者接受腹腔探查而无明确干预［46-47］。

对于肿瘤腹膜转移相关 MBO，患者往往已处于晚

期阶段，疾病模式和并发症更为复杂，这将明显混

淆执行特定手术干预措施的决策。因此，目前没有

明确证据支持上述某一种外科手术方式优于另一

种术式，主要由外科医生根据患者具体病情进行

抉择。

腹膜转移的存在，使得MBO手术难度增加，手

术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也相应增加［48-49］。因

此，在患者的选择上更要慎重，应尽量选择体能状

态良好、肿瘤生长缓慢且预期寿命>60 d的患者［50］。

肿瘤细胞减灭术（cytoreductive surgery，CRS）是国

际治疗腹膜癌的标准推荐术式［3，28，51-52］。可在患者

耐受的条件下，同时进行解除梗阻和肿瘤减灭。对

于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常见的围手术期

并发症包括吻合口漏、严重的伤口感染或裂开、肠

皮肤瘘和心肺并发症等。据报道，术后 MBO 超过

半数患者会出现上述并发症，有35%的患者会出现

再次梗阻，院内病死率为 8.8%~15.0%，且超过 16%
的患者最终可能在院内或出院后不久死亡［53］。因

此，外科医生需要认真考虑患者手术获益率，在对

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后慎重做出手术决定。

（三）新治疗策略的开发和应用探索

针对上述局限性问题和挑战，科学家和临床医

生正在不断探索和研发新的治疗策略，如新型材料

研发和智能药物输送治疗等，以期提高治疗效果、

减轻不良反应，并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质量。

1.可摄入自推进装置（INSPIRE）：MBO 往往伴

随肠道动力减弱。Srinivasan等［54］从功能角度入手，

开发了一种用于恢复肠道功能的可摄入自推进装

置，用于缓解肠梗阻症状。该装置能够通过管腔电

刺激使肠道恢复蠕动。通过进一步优化机械、材料

和电气设计参数，作者在体外以及体内猪模型中验

证了该装置的最佳部署位置、肠腔电接触能力、自

推进能力、安全性能和降解性能。在体内肠梗阻模

型中，INSPIRE 通过对肠道进行腔内电刺激，可有

效恢复蠕动活动，明显改善肠收缩功能。这种非侵

入性技术为临床MBO的治疗和症状缓解提供了一

种新的视角和思路［54］。

2. 预防和治疗腹膜粘连的新型生物活性材料

的研发：腹腔粘连作为诱发MBO的病因之一，有研

究开发多种生物活性材料用于预防和治疗腹腔粘

连的发生。Ito等［55］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葡聚糖的

可注射水凝胶，用于预防腹腔粘连。Yuan 等［56］研

究报道了碳二亚胺衍生的透明质酸水凝胶在大鼠

模型中预防术后腹膜粘连的功效。De Clercq 等［57］

通过乳化溶剂萃取法，开发出一种明胶微球，可在

腹腔内均匀分布，同时延长停留时间并提高局部药

物浓度，防止腹膜粘连。Cai 等［58］设计合成了转谷

氨酰胺酶催化的交联羧甲基壳聚糖/羧甲基纤维素/
胶原复合防粘连膜，该活性材料可有效防止腹膜粘

连，且生物相容性高、抗原性低，可作为腹膜粘连的

预防性屏障，用于术后防粘连形成。Zhang 等［59］使

用称为 Nanospider的无针技术，制备了壳聚糖电纺

膜作为有效的抗粘连屏障。Nadri等［60］采用静电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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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法制备负载布洛芬的丝素聚乙二醇核壳纤维膜，

探讨了该材料的抗粘连和抗炎性反应的能力。Gao
等［61］设计制备出一种静电纺丝膜，该膜由提供支撑

和机械强度的聚乳酸乙醇酸和具有抗炎活性的硫

酸软骨素组成，其呈现出高致密的纤维网络结构，

具有改善亲水性和良好的细胞相容性，可用于防止

腹腔粘连。尽管粘连并不是 MBO 发生的主要原

因，但上述新型生物材料的潜在应用，可在MBO的

治疗中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展望

对于结直肠癌晚期表现的腹膜转移相关

MBO，患者往往伴有广泛的腹膜转移灶和多个肠道

病灶。这类患者由于手术范围广泛、手术时间长、

创伤性大等因素，可能导致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增

加，患者获益率低。此时治疗的目标应为缓解症

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因此，治疗策略

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预后、治疗效果和患者的个人

选择，制定符合患者整体情况和期望的治疗方案。

针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 的治疗，笔

者建议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疾病预防角度，在MBO发生前，探索针

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新型治疗策略。目前，靶向

治疗已经在结直肠癌的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在腹膜转移治疗中的应用还很有限。未来的研究

可以重点关注与腹膜转移相关的分子靶点，如腹膜

间质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腹膜微环境等，从而

开发新型靶向药物，并评估其疗效和安全性。

其次，在缓解梗阻方面，可进一步研究开发新

型材料和智能药物输送系统。新型材料的有效设

计和开发应用往往能够巧妙便捷地解决一些临床

难题，智能药物输送系统则可以实现对多个腹膜转

移灶的定向输送和释放药物，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并减轻全身毒性。

再次，加强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相关 MBO 的

发病机制和预后因素的研究。了解腹膜转移的发

展过程和影响因素，有助于早期预测和干预，以减

少腹膜转移的发生和延缓MBO的发展。

综上，未来的研究可聚焦于新型靶向治疗策

略、新型材料设计应用、智能药物输送系统以及机

制研究等，将改善治疗效果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作

为主要目标。相信随着持续优化和研究的不断开

展，MBO患者将会因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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